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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本文利用 2013 年浙江省丽水市实施的扶贫改革试验区

这一外生冲击构造准自然实验,借助浙江省 2007—2020 年 58 个县域

的面板数据,主要采用双重差分固定效应识别方法,评估、阐释试验区

对地方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水平的影响效果以及作用渠道。 结果表明,
试验区促使地方人均基本公共服务支出提升 750 元左右,所得结论在

经过一系列不同形式的稳健性检验之后仍然成立。 从动态效应来看,
试验区对提升地方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水平具有长时段的显著影响。
作用渠道分析显示,试验区的设立促使地方政府承担较大的财政收支

压力,并借助税收努力,同时通过财政预算结构调整,能够达到提高基

本公共服务供给水平的目的。 此外,试验区内部地区间具有的差异性

特征对不同类别的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也表现出一定的异质性影响。
丽水市作为扶贫改革试验区的一个缩影,本文的研究有助于给政策制

定者提供一个反馈的视角,同时也有助于为我国探寻构建适度普惠型

社会福利的新路径提供经验借鉴。

关键词　 扶贫改革试验区;基本公共服务;丽水市;双重差分法

0　 引言

为实现先富帮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宏伟目标,中央政府长期以来有

计划、有组织地启动实施了一系列大规模的国家扶贫开发战略。 伴随着国家治

理能力的提升与扶贫政策体系的完善,财政扶贫的投入力度持续加大,财政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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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资金的管理日渐强化,这都为脱贫攻坚提供了更有针对性的政策支持和财力

保障。 而随着贫困内涵界定的延伸和多维贫困观念的涌现,传统的单一收入贫

困识别模式已经难以准确揭示贫困的广度、深度和分布特征。 为满足贫困地区

人口更高层次的多元化需求,脱贫重点亟待从单一视角的“生存需求”模式向多

维视角的“发展需求”模式转变。 “赋予地方更多自主权,支持地方创造性开展

工作”是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的关键。 扶贫之路是一个顶层设计与泥泞

前行相结合的过程,需要充分考虑基层治理的特殊性、复杂性和多样性。 为积

极探索扶贫开发的新途径,2013 年 1 月,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印发《关于设

立扶贫改革试验区的意见》(国开发〔2013〕1 号),在辽宁省阜新市、浙江省丽水

市和广东省清远市批复设立 3 个国家级扶贫改革试验区。 伴随着脱贫攻坚逐

渐从工具理性转向经验理性,扶贫改革试验区在全新的政策发展环境和动能激

励下,基于“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财政分配理念,从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

和就业等基本公共服务领域构建社会安全网,筑牢多层次的社会公共服务体

系,提升贫困人口和潜在贫困群体的内源性自我发展能力,不仅是新一轮扶贫

改革创新实践的题中应有之义,更是在实现共同富裕的进程中,推进基本公共

服务均等化的必要举措。 本文基于浙江省 2007—2020 年 58 个县域层面的面板

数据,主要采用双重差分法,探究扶贫改革试验区对地方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水

平的因果处置效应,并对其背后的作用渠道进行检验和挖掘,以期给政策制定

者提供一个反馈的视角,同时为新时期总结脱贫攻坚经验、探索开放式扶贫新

路径提供理论与实践依据。

1　 文献述评

伴随着中国的扶贫工作由解决以基本需求短缺为特征的绝对贫困向缓解

以发展差距为特征的相对贫困转变,优化民生保障体制机制成为社会建设领域

的重要任务。 民生财政是中国在经济社会发展转轨时期的必然选择,更是对公

共财政理论的理性升华(马海涛等,2019)。 民生建设不只局限于保障民众的基

本生活,而是要在不断增进民生福祉的基础上,通过提升基本公共服务水平来

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景维民和赵爽,2021)。 摆脱贫困是实现共

同富裕的重要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本质上决定了中国扶贫治理是基于

“共同富裕”的目标(李实和沈扬扬,2021)。 贫困治理的目标是实现区域可持

续发展,贫困治理应该区分经济维度的“贫”和社会维度的“困”,贫困治理不仅

在于绝对贫困的消除,更在于将社会保障作为国家反贫困的基础性制度安排

(郑宇,2022)。 政府在增进民生福祉方面所作出的努力,通过构建规范、完整、
激励相容的多层次扶贫体系,将基本公共服务纳入反贫困框架,加大了财政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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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公共服务领域的倾斜力度(李实和杨一心,2022)。
贫困的表象是收入或消费贫困,其本质是以受教育水平和健康状况为代表

的人力资本的匮乏(Bossert
 

et
 

al. ,2013)。 贫困不是单纯的缺乏客观可识别资

源,而是一个多层面的集结各种矛盾的社会嵌入现象(Martin
 

and
 

Petersen,
2019)。 根据多维贫困理论的观点,贫困的范畴不仅局限于收入层面,更体现于

个体在教育、健康等维度上所面临的可行能力匮乏(Alkire
 

and
 

Foster,2011)。
多维贫困观念决定了现阶段扶贫方式应向着致力于满足人们更高层次的多元

化需求方向转变,基本公共服务减贫与现行扶贫框架下的福利内涵具有内在的

逻辑一致性(王瑜和汪三贵,2018)。 基本公共服务本质上属于“投资性”支出,
在“涓滴效应”下惠及贫困地区,加大公共服务供给以弥补贫困家庭人力资本投

资的不足,也有利于提升贫困地区的“造血”能力(李丹等,2019)。 就减贫的长

效机制而言,贫困治理应以人力资本建设为重心,坚持开发式扶贫和保障性扶

贫相统筹,促进外源式扶贫与内生式扶贫相结合(蒋永穆,2020)。 相对贫困作

为因经济社会结构转型不均衡不充分所引发的贫困现象,具有次生性、多维性

和分散性的特征。 这就要求相对贫困治理在微观层面上体现出针对特定贫困

群体的发展需求和特殊贫困类型的扶贫政策设计(顾昕和孟天广,2015)。 大规

模的反贫困政策促使政府投入的扶贫资金不断增加,但伴随着公共财政支出减

贫的边际效应逐渐弱化,这对中国未来的扶贫策略提出了更多挑战(Liu
 

et
 

al. ,
2020)。 一方面,由于缺乏完备的自下而上的信息传导机制,带有行政指令色彩

的政府导向型扶贫资源常常被扭曲性分配(郭劲光等,2019),若以教育、医疗卫

生和社会保障支出代表福利性支出,其福利损失是显而易见的(尹恒和朱虹,
2011)。 即便政府扩大民生性财政支出,但若只注重规模而忽视结构,也会偏离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政策初衷。 另一方面,虽然保障式扶贫的作用越发凸

显,但随着财政收支约束日益趋紧,大规模的保障式扶贫难以形成充裕的财政

能力支撑(李小云等,2019)。
扶贫改革试验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需要不断促进人的全面

发展和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而地方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一是面向辖区内所有居

民,二是能够增进民生福祉,三是具有一定的再分配效果,这些都能在促进人的

全面发展和共同富裕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关信平,2020)。 地理空间作为地方

政府一个独特的制度环境,使得地方政府更具有信息优势,自然更了解本地区

的居民偏好和公共服务供给成本(郭庆旺和贾俊雪,2010)。 县级政府作为落实

县级基本财力保障机制的责任主体,民生性支出主要由县级财政承担(袁志刚

等,2022)。 市场化改革的先发优势、较为合理的区域面积和行政区划、以块状

经济为主体的经济空间结构以及市县平衡的发展战略,为浙江孕育出繁荣的县

域经济提供了强有力的体制支撑(马斌和徐越倩,2010)。 浙江经济社会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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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发展,既推动了地方政府职能的转变,又为浙江公共服务型政府的建立提供

了可能性(郁建兴和徐越倩,2004)。 就财政治理体制而言,与中国其他省份实

行地市管县财政体制不同,浙江省自 1982 年以来一直实行的是省直管县财政

体制,这被认为是浙江省县域经济发展一直处于全国领先位置的一个重要根源

(贾俊雪和宁静,2015)。 当然,浙江省基本公共服务不仅存在“供给不足”的问

题,也存在“享受不均”的问题,而影响浙江省基本公共服务不均等的主要因素

包括城乡二元体制、地区发展差异、政府间关系不顺以及财权与事权的不对等

(徐越倩,2011)。 扶贫改革试验区旨在积极探索扶贫开发体制机制障碍、深化

扶贫开发力度的可行路径,扶贫改革试验区的设立显著促进了浙江省丽水市的

收入减贫与多维减贫(张楠等,2020)。 丽水市扶贫改革试验之所以能够有效开

展,得益于丽水市政府以类似于“多单元嵌套”的政策试点模式,将改革试验目

标落实到县域单元,以广泛动员和分工协同,层层压实了帮扶工作主体责任(王
瑜,2021)。

综合来看,已有研究多着墨于扶贫政策的解读和诠释,偏重于宏观层面的

战略思考。 本文选取浙江省丽水市这一特定区域作为研究对象,以期从小尺度

的空间单元入手,通过细致的数据分析探究扶贫政策对地方基本公共服务支出

的影响。 而选取浙江省丽水市的原因如下:其一,已有数篇文献聚焦经济增长

议题,并就全国范围内的扶贫改革试验区进行了整体比较分析,但现有文献缺

乏对特定地区的研究。 考察扶贫改革试验区对地方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水平的

影响是基于贫困内涵所衍生的一个基本命题,但目前尚缺乏充足的经验研究支

撑。 其二,中西部地区的扶贫开发政策是学术研究的重要场域,地处东部的浙

江省经济发展水平在全国位居前列,探析丽水市扶贫改革试验区在提升地方基

本公共服务供给水平方面的成效与经验,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厘清相对贫困治

理中的路径和实践转向,同时也能为建立有效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提供决策

参考。 第三,有关县域层面的财政分类别项目公开统计数据比较匮乏,而《浙江

年鉴》《浙江经济年鉴》《浙江财政年鉴》全面、系统、长时段地记录了浙江县域

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情况,统计指标具有较好的稳定性和内容的连续性,在数

据源头上有助于提升实证分析结论的可靠性。 相较于已有文献,本文的创新之

处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第一,在主题选取方面,尚未有文章就扶贫改革试

验区对地方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水平的影响进行过细致研究,本文不仅是对相关

研究主题的横向拓展,同样也是对现有研究视角的有益补充。 扶贫改革试验区

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地方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水平,廓清该问题对我国探寻

构建适度普惠型社会福利的新路径具有较好的现实意义。 第二,就研究对象而

言,虽然浙江省是中国东部沿海经济较为发达的省份之一,但其县域层面的经

济社会发展水平差距明显。 鉴于地级市层面的数据无法体现县域间的差异,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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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地级市层面的数据对于县(市、区)之间的回归结果是混合的平均结果,而
县域层面的数据统计口径具有较好的一致性,也有助于为我们从宏观层面准确

把握试点效果提供更为清晰的分析视角。 第三,从实证方法来看,借助浙江省

2007—2020 年 58 个县域层面的面板数据,主要采用双重差分方法,从揭示因果

关系的视角识别试验区对地区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水平的作用效果。 将研究区

域选定为浙江省,可以保证样本内个体处于相同的政策管理制度框架内,改善

了那些跨地区数据研究中存在的制度、文化差异带来的异质性问题。 第四,在
所得结论方面,扶贫改革试验区显著提升了地方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水平,经过

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之后,所得结论依旧成立。 丽水市作为浙江省经济相对欠发

达的地区,既具备中国东部沿海省份的地域特征,又具备中西部地区的贫困特

点。 作为扶贫改革试验区的一个缩影,丽水市在此过程中的实践经验,有助于

为经济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未来扶贫的发展方向和扶贫路径优化提供有益

借鉴。
本文剩余部分的结构安排:第 2 部分为作用渠道分析,并提出相应的研究

假说;第 3 部分在简要介绍制度背景后,进行相应的研究设计、指标阐释与识别

策略分析;第 4 部分在汇报基础实证回归结果之后,进行多个视角的稳健性检

验;第 5 部分为作用渠道分析与异质性分析;第 6 部分是结论与对策建议。

2　 作用渠道分析与研究假说

政府在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中承担主导和兜底职能,特别是当民众对公共品

的需求存在辖区间的差异时,由地方政府来供给基本公共服务更能满足辖区间

居民的异质性偏好。 扶贫改革试验区的设立,有助于发挥地方政府利用自身所

具有的信息优势以及所掌握的经济管理权限,调动地方政府提升基本公共服务

供给水平的积极性。 而之所以关注县域财政收入与财政支出的状况,很大程度

上是因为教育、医疗等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主要依赖于县级政府(周黎安和陈祎,
2015)。 作为经济相对欠发达的扶贫改革试验区,地方政府间竞争和预算软约

束导致的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水平提升可能会加剧地方政府的财政收支缺口。
就财政收支活动的范围和内容而言,地方财政收支决策的内涵可以从两个层面

进行诠释。 在地方财政收入方面,集中表现为地方的税收行为,在地方财政支

出方面,则主要表现为地方财政支出项目的安排。
扶贫改革试验区的设立促使地方政府优先安排预算用于基本公共服务,并

确保基本公共服务与财力状况相匹配、同基本公共服务需求相适应。 扶贫工作

强化了财政扶贫资金用于人力资本投资的约束,为贫困地区居民的人力资本提

升提供了机遇(范子英和高跃光,2019)。 要促使地方政府有效执行上级意志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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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设置明确而足够的激励机制,实现国家的目标与地方的利益偏好相契合(贺
东航和孔繁斌,2019)。 地方政府对教育、医疗等基本公共服务的财政支出,主
要源自上级政府的转移支付和地方政府的自有税收。 在税收收入功能层面,地
方公共服务对本地居民生活水平的改善力度越强,地方政府的最优税率越大

(金戈和林燕芳,2020)。 为更好地满足居民的公共服务需求,县级政府需借助

更多的收入用于民生性公共服务的融资,由此倾向于提高税收努力,扩大自有

财力规模(龚锋等,2019)。 刚性的支出需求造成的财政压力扩大会对地方政府

的征税行为产生影响,并倒逼地方政府提高税收征管力度(赵永辉等,2020)。
相对有限的自有收入与较大支出责任的现实困境,促使县级政府在制定财政预

算时,要充分确定合理的财政负担水平。 综合来看,扶贫改革试验区的设立,在
一定程度上会加剧由事权与财权的不对称所造成的地方政府财政压力,并激励

地方政府进一步拓宽基本公共服务的筹资渠道。 而税收作为公共服务融资的

主渠道,理应发挥为基本公共服务提供财力保障的作用。 基于上述分析,提出

研究假说 1。
假说 1:

 

扶贫改革试验区的设立,促使地方政府积极进行财政预算调整,在
坚持“量入为出、以收定支”的预算平衡规则的同时,通过主动承担较大的财政收

支压力,并进一步借助税收努力,以此达到提高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水平的目的。
财政支出是财政收入的归宿,不仅能够反映政府政策的选择,还可以体现

政府活动的方向和范围(姚东旻等,2020)。 优化公共支出结构的过程是地方政

府积极回应社会公共需求的过程,同时还表明地方政府治理能力的不断提高

(刘俸奇等,2021)。 地方政府作为公共产品的主要供给主体,清晰的政府间事

权与支出责任划分是约束并引导地方政府供给合意的公共产品的客观制度基

础。 尽管重点支出领域不再要求与生产水平和财政收支挂钩,使得地方政府在

公共服务领域的支出少了一层约束,但“脱钩”并不意味着减少投入(詹新宇和

王蓉蓉,2022)。 在过“紧日子”的财政压力环境下,地方政府往往会减少某部分

支出去支持重点支出活动,倾向于通过“轻民生、重建设”的方式“开源节流”,
从而造成基层公共品供给不足(吴敏和周黎安,2020)。 过低的财政自给能力将

扭曲地方政府的财政行为,不利于地方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的提升。 只有将县级

财政负担控制在适度范围内,才能够充分发挥其对公共服务的贡献(张同斌和

张敏晗,2018)。 当县级政府面临较大的财政压力时,应该从激励入手,把公共

服务供给纳入地方政府的考核指标,进而改善地方政府在公共服务领域的缺位

问题(余靖雯等,2018)。 建立公共财政体制的核心在于增强财政的回应性,这
对于直接面对居民公共物品需求的地方财政尤为重要,而地方财政支出中的福

利性支出占比,是财政回应性的有效代理变量(尹恒和杨龙见,2014)。 基于上

述分析,提出研究假说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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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说 2:
 

扶贫改革试验区的设立,促使地方政府完善财政预算管理制度,
在坚持“量力而行、尽力而为”原则的同时,强化预算约束,树立民生性财政支

出倾向,优化公共支出规模和结构,以此达到提高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水平的

目的。

3　 政策背景与研究设计

3.1　 政策背景简介

　 　 东部地区无论在经济发展、地理位置,还是制度环境等方面都明显强于中

西部地区,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性决定了东部地区率先迈入相对贫困治理

阶段。 为因地制宜地探索扶贫开发新模式,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在 2013
年、2015 年和 2019 年先后在辽宁省阜新市、浙江省丽水市、广东省清远市、江苏

省宿迁市、山东省淄博市、福建省三明市、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批复设立 7 个国

家级扶贫改革试验区。 从《关于设立扶贫改革试验区的意见》(国开发〔2013〕1
号)的内容来看,为保证试验区政策顺利推行,国家扶贫改革试验区所属省级政

府应加大基本设施建设、公共服务建设并提供相应的专项扶贫资金支持。 扶贫

改革试验区通过先行先试,创新扶贫方式,提升自我发展能力,因地制宜地探索

区域减贫长效机制和开放式扶贫新路径。
丽水市位居浙江省西南方,是一个集边界、民族、山区、贫困“四位一体”的

地区。 在浙江的经济地理版图中,既有以丽水、衢州为代表的腹地版块,也有以

杭州、宁波、温州为代表的沿海版块。 由于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浙江省的

贫困状况具有明显的地域性特征。 2013 年浙江省政府印发的《浙江省主体功能

区规划》显示,丽水市所辖的县级行政区均属于省级重点生态功能区或省级生

态经济地区。 “九山半水半分田”的丽水市,一直以来都把“脱贫攻坚”工作作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突出短板。 在 2013 年入选国家扶贫改革试验区后,丽
水市委、市政府成立扶贫改革试验工作领导小组,出台《全面推进扶贫改革试验

的实施意见》,积极指导和参与各县(市、区)的相关改革试验工作。 通过制定

《丽水市扶贫开发体制创新试验任务分解表》,既确保了改革试验总体实施方案

的顺利推进,也调动了地方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丽水市在发展地方经济的基础

上,在实践探索中总结提炼出“增加农民收入、提升民生水平和增强内生功能”
的总体目标,着眼于让低收入群体拥有与社会进步相适应的教育、医疗条件和

社会保障。 在国家扶贫改革试验区建设本身就具有很强地方性知识特征的情

形下,探究具体时空条件下浙江省丽水市扶贫改革试验区的经验成效,既有助

于丰富贫困治理的理论建构与实践探索,也有助于为解析政府的空间干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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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一个独特的观测样本。

3.2　 计量模型设定

一般而言,国家扶贫改革试验区在何时、何地进行政策试点,对于县级政府

而言可以认为是外生的。 因为单个县(市、区)对地级市经济状况的影响相对有

限,县域层面的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水平在试验区设立前的变化趋势无法预测政

策试点的发生,因此可以认为设立扶贫改革试验区对县级政府的基本公共服务

供给水平是一种外生冲击。 接下来,将浙江省丽水市下辖的 8 个县(市、区)作
为实验组,浙江省其他地级市下辖的 50 个县(市、区)作为控制组。 进一步将

2007—2020 年浙江省 58 个县(市、区)划分为 4 组子样本,即试验区设立前、后
的实验组,试验区设立前、后的控制组。 通过设置 D 和 T 两个地区、时间虚拟变

量区别上述 4 组子样本,其中,D= 1 表示扶贫改革试验区的试点县(市、区),反
之 D= 0。 T= 1 表示扶贫改革试验区设立后的年份,反之 T = 0。 依据明确的样

本分类界定,将 DID 方法的基准回归模型设定如下:
Yit = β0 + β1 Di × Tt( ) + β2Z it + μi + ηt + εit (1)

其中,i 和 t 表示第 i 个县(市、区)和第 t 年,Yit 表示地方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水

平,Z it 为控制变量,μi 为控制了各个县(市、区)固有的特征,以此达到排除县域

层面不随时间变化的不可观测因素对回归结果可能造成的干扰。 ηt 为控制了

共同时间趋势,以此达到排除随时间变化的不可观测因素对回归结果可能造成

的干扰。 εit 为随机扰动项。 从基准回归模型可知,扶贫改革试验区设立对试点

县(市、区)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水平的净效应为系数 β1。 需要注意的是,β1 的无

偏估计取决于两个条件。 第一个条件是回归因子 Di×Tt 与误差项 εit 不相关,即
条件均值独立性假设。 第二个条件是不存在从实验组到控制组的溢出。 作为

本文的关键参数,若 β1 显著为正值,则说明扶贫改革试验区有效提升了地方基

本公共服务供给水平。
表 1 为浙江省丽水市扶贫改革试验区实验组与控制组的地区划分。 一般

而言,虽然地级市的市辖区也是县级行政单位,但在经济结构和自主权等方面

均与县、县级市存在明显差异,目前各类别年鉴所公布的市辖区的统计数据也

不完整,因此浙江省各地级市的市辖区没有与县、县级市一同纳入本文的研究

范围。 鉴于杭州市的富阳区(2014 年富阳市变更为富阳区)、临安区(2017 年临

安市变更为临安区)、宁波市的奉化区(2016 年奉化市变更为奉化区)、温州市

的洞头区(2015 年洞头口县变更为洞头区)、绍兴市的柯桥区(2013 年绍兴县变

更为柯桥区)、上虞区(2013 年上虞市变更为上虞区)之前均为县、县级市,其相

应的数据资料也较为完整,本文将其一并纳入到相应的数据分析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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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浙江省丽水市扶贫改革试验区实验组与控制组的地区划分

地级市 纳入分析的县(市、区)

杭州市 富阳区、临安区、桐庐县、淳安县、建德市

宁波市 奉化区、象山县、宁海县、余姚市、慈溪市

温州市 洞头区、永嘉县、平阳县、苍南县、文成县、泰顺县、瑞安市、乐清市

湖州市 德清县、长兴县、安吉县

绍兴市 柯桥区、上虞区、新昌县、诸暨市、嵊州市

金华市 武义县、浦江县、磐安县、兰溪市、义乌市、东阳市、永康市

衢州市 常山县、开化县、龙游县、江山市

台州市 三门县、天台县、仙居县、温岭市、临海市、玉环市

嘉兴市 嘉善县、海盐县、海宁市、平湖市、桐乡市

舟山市 岱山县、嵊泗县

丽水市 青田县、缙云县、遂昌县、松阳县、云和县、庆元县、龙泉市、景宁畲族自治县

3.3　 指标选取

在被解释变量方面,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与就业这三项支出和民众的

基本生存与发展需求密切相关,最能体现地方政府在民生领域中的投入情况。
本文以人均的统计指标为蓝本,分别选取人均教育支出(pedu)、人均医疗卫生

支出(pmed)、人均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psec),从不同维度衡量地方基本公共

服务供给水平。 三个指标依次用财政教育支出、医疗卫生支出、社会保障和就

业支出除以地区总人口来表示,单位均为元 / 人。 人均基本公共服务支出

(ppub)以上述三个统计口径一致的指标的数值之和来表示。
在控制变量方面,本文以县域的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万元)表示经济发展水平

(pgdp);以第二、三产业增加值之和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表示非农产业发

展水平(noag);以 60 岁以上人口占地区总人口的比重(%)表示人口老龄化

(old);以普通中学在校生人数占地区总人口的比重(%)表示人力资本水平

(human);以非农就业人口占地区总人口的比重(%)表示人口城镇化(urban);以
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表示固定资产投资水平(invest);以
出口总额(按当年汇率换算成人民币)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表示对外开放度

(trade);以居民储蓄存款年末余额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表示储蓄率(save)。

3.4　 数据来源与描述性统计

基于数据统计口径的一致性原则,本文将研究时段设定为 2007—2020 年,
其中 2013 年为扶贫改革试验区政策的时间节点。 将数据起始年份选定为 2007
年的原因是,经国务院批准,政府收支分类改革于 2007 年全面实施。 2007 年的

政府预算收支科目较 2006 年的统计口径进行了调整,为保证统计指标的连贯性,
相应指标均从 2007 年开始统计,而最新的 2021 年《浙江财政年鉴》公布的数据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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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所有数据来自历年《浙江财政年鉴》《浙江统计年鉴》和《中国县(市)社
会经济统计年鉴》,部分地区在个别年份的缺失值借助地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统计公报的数据加以补充。 表 2 给出了各变量的数据说明与描述性统计。

表 2　 指标说明与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称 含义 样本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ppub 人均基本公共服务支出 / (元 / 人) 812 3122. 3 1819. 5 569. 58 10186
pedu 人均教育支出 / (元 / 人) 812 1622. 0 792. 80 409. 49 4355. 7
pmed 人均医疗卫生支出 / (元 / 人) 812 715. 05 494. 94 56. 520 2970. 4
psec 人均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 (元 / 人) 812 785. 21 625. 81 68. 810 3381. 9
pgdp 经济发展水平 / (万元 / 人) 812 5. 8185 2. 9423 0. 7300 17. 130
noag 非农产业发展水平 / % 812 91. 726 4. 6359 69. 750 98. 690
old 人口老龄化 / % 812 18. 990 3. 9852 11. 750 36. 170
human 人力资本水平 / % 812 4. 6596 0. 9604 2. 2500 7. 8100
urban 人口城镇化 / % 812 53. 587 9. 6355 28. 160 80. 850
invest 固定资产投资水平 / % 812 60. 280 24. 054 19. 900 194. 94
trade 对外开放度 / % 812 28. 568 22. 892 1. 0300 203. 03
save 储蓄率 / % 812 75. 753 30. 201 25. 480 250. 95

4　 实证检验

4.1　 基于 DID 方法进行回归分析

　 　 利用 DID 方法进行实证分析时,为控制宏观层面随时间变化以及不随时间

变化的不可观测因素对估计结果可能造成的影响,回归时控制县域个体固定效

应、年份固定效应以及县域-年份联合固定效应。 同时为尽可能缓解潜在的序

列相关和异方差问题,回归分析的标准误均聚类到县域层面。 估计结果如表 3
所示,在不加入控制变量时,人均基本公共服务支出(ppub)和三个子项的政策

虚拟变量与时间虚拟变量的交互项(D×T)估计系数分别为 653. 1、158. 0、231. 6
和 263. 4,且均通过了 1%的显著性检验。 引入一系列控制变量后,模型的拟合

优度 R2 有所提升,模型的整体解释力更强。 同时核心解释变量(D×T)的系数

值有所变动,但数值符号和显著性水平没有发生实质性变化,回归系数均在 1%
的置信水平下显著。 就政策影响的平均值而言,扶贫改革试验区使得实验组的

人均基本公共服务支出较控制组地区提升 748. 3 元,人均教育支出提升 174. 4
元,人均医疗卫生支出提升 251. 9 元,人均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提升 322. 0 元。
从三个子项的回归系数大小比较来看,试验区对人均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的提

升效果更佳。 从控制变量的估计系数来看,经济发展水平(pgdp)对各个被解释

变量均有正向显著的影响,这与直觉是相符的,意味着较高的经济发展水平与

533



　
　

　
经

 

济
 

学
 

报

　
2024 年 9 月

较高的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水平密切相关。 从回归系数来看,人口城镇化

(urban)也与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水平具有方向的一致性。 就其他的控制变量而

言,人口老龄化(old)、人力资本水平(human)、对外开放度( trade)等指标对不

同类别的基本公共服务支出也具有较为显著的影响。

表 3　 试验区对地方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水平的基准回归

ppub ppub pedu pedu pmed pmed psec psec

D×T 653. 1∗∗∗

(119. 5)
748. 3∗∗∗

(104. 1)
158. 0∗∗∗

(53. 86)
174. 4∗∗∗

(49. 18)
231. 6∗∗∗

(39. 75)
251. 9∗∗∗

(36. 40)
263. 4∗∗∗

(53. 23)
322. 0∗∗∗

(50. 77)

pgdp 145. 0∗∗∗

(28. 21)
51. 67∗∗∗

(13. 99)
66. 59∗∗∗

(11. 60)
26. 76∗

(15. 48)

noag
-13. 93
(15. 35)

-20. 32∗∗∗

(5. 270)
-7. 706
(7. 507)

14. 09∗

(7. 803)

old 116. 7∗∗∗

(23. 89)
29. 51∗∗∗

(9. 752)
11. 04

(8. 874)
76. 19∗∗∗

(13. 54)

human 66. 76∗∗

(31. 58)
18. 03

(29. 60)
36. 15∗∗

(16. 65)
12. 59

(24. 83)

urban 73. 68∗∗∗

(10. 99)
48. 36∗∗∗

(4. 997)
20. 96∗∗∗

(3. 893)
4. 360

(5. 914)

invest
1. 000

(1. 096)
-1. 583∗∗∗

(0. 446)
0. 601

(0. 478)
1. 982∗∗∗

(0. 615)

trade 2. 082∗∗∗

(0. 786)
3. 430∗∗∗

(0. 589)
-0. 183
(0. 510)

-1. 165∗∗∗

(0. 385)

save
-0. 360
(2. 085)

-3. 019∗∗∗

(1. 022)
1. 746∗∗

(0. 748)
0. 913

(1. 003)

_cons
-289. 7
(215. 2)

-390. 2∗

(205. 2)
152. 2

(109. 6)
304. 6∗∗∗

(109. 9)
-186. 7∗∗∗

(68. 14)
-198. 8∗∗∗

(67. 11)
-156. 0
(200. 9)

-289. 7
(215. 2)

县域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县域×年份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实验组 112 112 112 112 112 112 112 112
控制组 700 700 700 700 700 700 700 700
N 812 812 812 812 812 812 812 812

Adj. R2 0. 947 0. 963 0. 932 0. 955 0. 908 0. 922 0. 888 0. 905

　 　 注:括号内的数值为聚类到县域层面的稳健标准误。∗∗∗、∗∗和∗分别表示在 1%、5%和 10%的置信水平

上显著,受版面所限,下表中的控制变量、县域、年份、县域×年份都加以控制,但未予以展示,不再赘述。

4.2　 平行趋势检验与动态效应分析

DID 方法的一个应用前提是要满足平行趋势假定,为进一步分析试验区随

时间变化的动态效应,在此借助事件分析法(Event
 

study)来捕捉试验区对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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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水平的长时段影响。 通过引入 2007—2020 年的时间虚拟变

量,以试验区设立的前一年(2012 年)为基准,研究试验区在其他年份相对于基

准年份的逐期效应,模型设定如下:

Yi,t +k = β0 + λ t +k ∑
k = 7

k = -6,k≠-1
Di × Yeart +k + β2Z i,t +k + μi + ηt +k + εit (2)

其中,Yeart+k 为年份的虚拟变量,Di×Yeart+k 表示政策虚拟变量与年份虚拟变量

的交乘项,t= 0 表示取值为政策实施当年 2013 年,2007—2012 年分别为政策实

施之前各年度(t-6 至 t-1),2014—2020 年分别为政策实施之后各年度( t+1 至

t+7)。 λ t+k 为核心解释变量的系数,是基准年份的相对值。 根据 λ t+k 在第 t+k
年的显著性识别模型是否满足平行趋势假定和政策的动态效应。

图 1 的空心点表示每一年份相对于基准年份的估计系数,垂直的虚线表示

估计系数在 95%置信区间的上、下限。 可以看出,在试验区设立之前,回归系数

所对应的时间趋势图是比较平缓的,没有表现出明显的变化趋势,t-6 至 t-2 期

的核心解释变量 λ t+k 的系数估计值在 95%的置信区间均逐渐趋向于 0 轴,且不

具有统计显著性。 这表明实验组和控制组不存在事前的系统性差异,同样也意

味着本文所构建的准自然实验模型能够满足平行趋势假定,进一步佐证了将试

验区视作外生政策冲击具有合理性。 在试验区设立之后,随着时间的推移,估
计系数位居 0 轴以上且在 95%的置信区间显著异于 0,意味着试验区对试点地

区的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水平具有明显的正向影响。 就政策时效性而言,ppub、
psec 的系数值在政策实施初期就表现出高度的显著性,而 pedu、pmed 的系数值

虽然总体呈上升趋势,但到政策实施后的第 2、3 年才开始显著,说明其政策效

果可能需要一段时间累积才能明显展现。 动态效应图提供了平行趋势检验成

立的可视化证据,因此采用 DID 方法的估计结果可作因果意义上的解释。

4.3　 稳健性检验

鉴于由上述可观测数据的回归分析所得的因果推断,暂且没有比稳健性检

验更好的方法能够提高其有效性。 为从基准回归模型中获得更为精细的因果推

断结论,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稳健性检验扮演着一种改进的角色。 需要注意的

是,潜在的模型不确定性(model
 

uncertainty)具有多重维度,并且在各个维度上又

存在多重设定选择。 因此,稳健性检验不是一种具体的估计方法。 接下来通过

引入不同类型的稳健性检验,以期进一步提升基准模型估计所得的有效推断。

4.3.1　 排除其他遗漏变量的干扰

借鉴 Nunn
 

and
 

Wantchekon(2011)的方法,检验模型中是否具有明显的遗漏

变量偏误问题,其基本逻辑是,相较于模型中已控制变量的影响程度,未观测变量

的影响程度为多大时,将会导致参数估计存在明显的偏误。 模型表达式如下:

733



　
　

　
经

 

济
 

学
 

报

　
2024 年 9 月

图 1　 试验区政策效果的平行趋势检验与动态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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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it = βR
0 + βR

1 Di × Tt( ) + ϕZR
it + μi + ηt + εit (3)

Yit = βF
0 + βF

1 Di × Tt( ) + ϕZR
it + γZF

it + μi + ηt + εit (4)
　 　 式(3)中,所涉及的变量为核心解释变量 D×T 和限定控制变量 ZR,式(4)
中,进一步引入其他可观测的控制变量 ZF。 根据两式中各变量的系数估计值构

建系数比率表达式 | β̂F
1 / β̂R

1 -β̂F
1( ) | 。 当 | β̂R

1 -β̂F
1 | 的差值较小时,意味着与只引入

ZR 的式(3)相比,式(4)中在引入新的可观测变量 ZF 之后,核心解释变量 D×T
的估计值依旧保持稳定。 当 | β̂R

1 -β̂F
1 |的差值越小时,只有在不可观测变量较 ZF

对地方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水平的影响更大的情形下,才可能导致 D×T 的参数估

计值 β̂F
1 存在明显的估计偏误。 此外,当 β̂F

1 较大、系数相对比率也较大时,意味

着不可观测变量对地方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水平的影响更为明显时,才会导致 β̂F
1

出现估计偏误。 由此可见,系数相对比率的大小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捕捉 β̂F
1 是

否存在因遗漏变量而造成的估计偏误问题。 接下来设置三组限定控制变量 ZR。
考虑相关变量的显著性,首先不引入任何控制变量,然后引入三组不同的限定

控制变量进行比较分析。 表 4 给出了四组限定控制变量以及全部控制变量组

的 D×T 系数估计值的相对比率。 按照 Nunn
 

and
 

Wantchekon(2011)的判定标

准,当比率值大于 1 时,基本可以认为参数估计不存在较为明显的遗漏变量偏

误。 从表 4 中不同组合下变量 D×T 回归系数变化的比率值来看,所构建的模型

不存在较为明显的遗漏重要解释变量的问题,也基本可以排除由遗漏变量造成

的参数估计偏误问题。

表 4　 不同组合下变量 D×T 回归系数变化的比率值

政策效应 限定控制变量(ZR) 控制变量(ZR +ZF) 比率值 是否通过检验

ppub D×T

不引入控制变量 引入全部控制变量 2. 940 通过

控制 pgdp、urban、trade 引入全部控制变量 2. 400 通过

控制 noag、invest、save 引入全部控制变量 9. 679 通过

控制 noag、invest、human、trade、save 引入全部控制变量 6. 279 通过

pedu D×T

不引入控制变量 引入全部控制变量 1. 385 通过

控制 pgdp、urban、trade 引入全部控制变量 6. 572 通过

控制 noag、invest、save 引入全部控制变量 4. 856 通过

控制 noag、invest、human、trade、save 引入全部控制变量 2. 596 通过

pmed D×T

不引入控制变量 引入全部控制变量 1. 550 通过

控制 pgdp、urban、trade 引入全部控制变量 0. 644
 

不通过

控制 noag、invest、save 引入全部控制变量 2. 971 通过

控制 noag、invest、human、trade、save 引入全部控制变量 2. 146 通过

psec D×T

不引入控制变量 引入全部控制变量 1. 536 通过

控制 pgdp、urban、trade 引入全部控制变量 2. 833 通过

控制 noag、invest、save 引入全部控制变量 11. 79 通过

控制 noag、invest、human、trade、save 引入全部控制变量 7. 659 通过

933



　
　

　
经

 

济
 

学
 

报

　
2024 年 9 月

　 　 鉴于表 3 中各回归模型的 R2 均较高,同时考虑到不应将 R2 作为判定一个

变量是否应该纳入模型的依据,因此在对系数进行敏感性分析时,也未对 R2 所

反映的信息加以辨识。 需要注意的是,既然控制变量的数目与 R2 的大小相关,
那么将遗漏变量的方差变动与控制变量的方差变动进行比较,定义一个比例系

数,δ×
Cov Di×Tt,Z it( )

Var Di×Tt( )
=
Cov Di×Tt,X it( )

Var Di×Tt( )
。 其中,Di ×Tt 为核心解释变量,Z it 为控

制变量,X it 为潜在的遗漏变量。 Oster(2019)认为由核心解释变量与控制变量

的关系可以推导出核心解释变量与遗漏变量的关系。 具体来看,核心解释变量

(D×T)的估计系数 β1 可能存在的偏差大小不仅取决于模型中已控制变量对 β1

的影响,还取决于模型中已控制变量对被解释变量的解释能力相对于遗漏变量

对被解释变量的解释能力。 因此,即使在估计系数 β1 相对稳定的情形下,如果

遗漏变量对被解释变量的解释能力远大于模型中已控制变量对被解释变量的

解释能力,那么核心解释变量的估计系数 β1 依旧可能存在较大的偏差。 遵循

这一检验方法,获得 β1 的一致估计量需要设定两个关键参数 δ 和 Rmax。 其中,δ
定义了遗漏变量相较于模型中已控制变量的重要性, | δ |的取值范围为[0,1],由
于模型中的控制变量是基于它们是最为重要的相关因素这一判断而作出的选

择。 换言之,遗漏变量对估计结果的影响不太可能比模型中已控制变量的影响

还大。 在 | δ | = 1 的情形下,可视作为遗漏变量引起的变动等价于控制变量引起

的变动,即遗漏变量与模型中已加以控制的变量同样重要。 在 | δ | < 1 的情形

下,可视作为遗漏变量引起的变动强度在较小的范围内便可以与模型中已加以

控制的变量引起的变动等价,这也意味着模型可能存在较为明显的遗漏变量偏

误问题。 在 | δ | >1 的情形下,可视作为遗漏变量引起的变动强度需要扩大多少

倍才能等同于控制变量引起的变动。 一般而言, | δ | >1 意味着模型中出现遗漏

变量偏误问题的可能性较小。 Rmax 度量了模型中已控制变量和遗漏变量对被

解释变量的解释程度。 如果被解释变量没有测量误差,Rmax 应该趋向于 1,且不

会小于 R2。 当然,在对被解释变量的影响因素分析过程中可能存在一些测量误

差,并且这些误差不能完全由模型中已控制变量和遗漏变量来解释,故模型的

最大拟合优度 Rmax 应当是小于 1 的。 Oster(2019)借助数值模拟给出了 Rmax 的

有效边界,即 Rmax = 1. 3×R2。 按照表 3 中所展现的 R2,最大拟合优度 Rmax 即便

数值为 1,仍尚未达到 1. 3 倍的经验值。 接下来将主要通过检验 δ 的取值范围

来呈现实证结果的稳健性。 表 5 中假定 Rmax 的取值依次为 0. 98、0. 99、1. 00,并
计算在 β1 = 0 时所对应的 δ 的数值。 综合对比来看,δ 在不同情形下的取值均大

于等于 1. 5。 也就是说,遗漏变量产生的影响至少 1. 5 倍于模型中已控制变量

才能够使得 β1 = 0,而对比表 3 中的 R2,这一情形是极不可能出现的。 因此,潜
在的遗漏变量问题没有对表 3 中的基准回归结果产生明显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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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遗漏变量的敏感性检验

表 3 中 R2 的数值 Rmax 的不同赋值 判断标准 实际计算结果 是否通过检验

ppub
R2 = 0. 966

Adj. R2 = 0. 963

Rmax = 0. 98 | δ | >1 δ= 6. 208 通过

Rmax = 0. 99 | δ | >1 δ= 3. 915 通过

Rmax = 1. 00 | δ | >1 δ= 2. 859 通过

pedu
R2 = 0. 959

Adj. R2 = 0. 955

Rmax = 0. 98 | δ | >1 δ= 3. 138 通过

Rmax = 0. 99 | δ | >1 δ= 2. 146 通过

Rmax = 1. 00 | δ | >1 δ= 1. 630 通过

pmed
R2 = 0. 928

Adj. R2 = 0. 922

Rmax = 0. 98 | δ | >1 δ= 1. 970 通过

Rmax = 0. 99 | δ | >1 δ= 1. 670 通过

Rmax = 1. 00 | δ | >1 δ= 1. 448 通过

psec
R2 = 0. 914

Adj. R2 = 0. 905

Rmax = 0. 98 | δ | >1 δ= 1. 875 通过

Rmax = 0. 99 | δ | >1 δ= 1. 643 通过

Rmax = 1. 00 | δ | >1 δ= 1. 462 通过

4.3.2　 对潜在的样本异常值、模型设定偏误进行检验

(1)
 

变更样本时间窗口。 由于基准估计的样本期是 2007—2020 年,而试

验区设立的时间是 2013 年,政策实施前后均具有较长的时段。 为避免时间跨

度过长而囊括其他可能的政策干扰对估计结果造成的偏差,在此将时间限定在

2011—2015 年的“十二五”时期,即政策实施的前两年和后两年,以考察试验区

对地方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水平的短期效应。 从结果来看,估计系数的大小和显

著性水平较表 3 有所差异,但政策的积极效果未受到研究时段选择的影响。
(2)

 

为避免潜在奇异值对基准估计结果造成干扰,将所有连续变量在前后

各 1%的水平上进行缩尾处理。 从结果来看,试验区对地方基本公共服务供给

水平的正向影响依然显著。
(3)

 

行政区划调整。 在样本期间,浙江省县级行政区划持续进行调整。 为保

证数据前后可比,剔除了实施“县改区、市改区、县改市”的地区,例如,柯桥区

(2013 年县改区)、富阳区(2014 年市改区)、临安区(2017 年市改区)、奉化区

(2016 年市改区)、洞头区(2015 年县改区)、上虞区(2013 年市改区)、玉环市

(2015 年县改市),综合来看,上述经历过行政区划调整的地区均为控制组样本。
“县改市”虽然行政级别不变,但县级市属于“城市”序列。 “县改区、市改区”是将

县、市改设为市辖区,属于市级“权力”范围的扩张。 作为城市扩容的重要途径,
“县改区、市改区、县改市”都将使其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水平按照行政区划调整的

要求进行改变。 剔除行政区划调整样本后,所得结论与基准回归结果相差不大。
(4)

 

作为省会城市的杭州、副省级城市的宁波在行政管理、财政状况和政

策支持等方面与浙江省其他地级行政区有所差异,因此在样本中进一步删除杭

州和宁波的 10 个县(市、区)。 回归结果依次为 622. 6、146. 9、239. 2、236. 5,且
均通过 1%或 5%的显著性检验。

(5)
 

考虑到丽水市的景宁县为浙江省唯一的少数民族自治县,中央财政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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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会通过部门预算、转移支付等渠道,支持和促进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因此

进一步剔除少数民族自治县。 观察可知,回归系数与基准回归结果的大小、符
号和显著性水平均较为接近。

(6)
 

引入单差法排除由时间序列相关性所导致的偏误。 DID 方法所使用

的数据有较大的可能性具有序列相关问题,而序列相关往往会将估计量的标准

误低估,进而使得 t 统计量的取值偏大。 就此,Bertrand
 

et
 

al. (2004)提出了时间

序列信息忽略法,即在估计和计算标准误差时忽略时间序列分量,对政策冲击

前后的数据进行平均处理以解决这一问题。 根据时间序列信息忽略法的要求,
对 2007—2012 年的各变量取均值作为 DID 模型的第 1 期数据,对 2013—2020
年的各变量取均值作为 DID 模型的第 2 期数据。 从结果来看,人均基本公共服

务支出(ppub)和两个子项(pmed、psec)的估计系数分别为 988. 2、353. 0、432. 7,且
均在 1%或 5%的水平上显著,而尽管 pedu 的交互项系数为 202. 5,但未通过相

应的显著性检验。 综合来看,通过时间序列信息忽略法消除样本的时间序列相

关性之后,估计结果仍然保持稳健。
(7)

 

控制城市-时间联合固定效应。 在基准回归模型中,尽管控制了县域、年
份固定效应以及县域-年份联合固定效应,但未考虑各城市随时间变化因素的影

响。 由于部分城市可能会在不同年份围绕着基本公共服务内容出台与之相应的

政策文件,各城市在不同时间段对基本公共服务的关注程度也会有所差异,这都

可能影响到地方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水平。 对此,在基准回归模型的基础上,进一

步引入地级市与年份的交互项,以控制地级行政区层面随时间变化的不可观测特

征,以缓解由不同城市的潜在异质性所引起的遗漏变量问题。 从结果来看,在控制

了城市-时间联合固定效应后,试验区仍然显著提升了地方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水平。
(8)

 

考虑到试验区未必能立即产生政策效果,同时为避免联立方程偏误,
对所有控制变量进行滞后一期处理。 从表 6 第(8)列的估计系数来看,政策效

果不仅具有统计意义,同时还具有显著的经济意义,试验区对地方基本公共服

务供给水平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表 6　 样本异常值和模型设定偏误检验

选取时段

2011—2015

连续变

量缩尾

1%

剔除区

划调整

地区

剔除

杭州、
宁波

剔除

少数

民族县

单差法

检验

控制城

市-时
间效应

控制变

量滞后

一期

(1) (2) (3) (4) (5) (6) (7) (8)

ppub

D×T 220. 3∗∗∗

(75. 30)
703. 1∗∗∗

(96. 74)
829. 1∗∗∗

(106. 6)
622. 6∗∗∗

(110. 7)
704. 0∗∗∗

(109. 1)
988. 2∗∗∗

(323. 5)
891. 8∗∗∗

(101. 7)
749. 9∗∗∗

(109. 4)

_cons
-341. 6
(295. 1)

-196. 2
(302. 7)

-182. 8
(236. 8)

-348. 3∗∗∗

(118. 1)
-344. 9∗

(204. 8)
360. 0

(323. 2)
203. 0

(212. 9)
-485. 1∗∗

(220. 4)
N 290 812 714 672 798 116 812 754

Adj. R2 0. 975 0. 967 0. 968 0. 967 0. 966 0. 982 0. 968 0. 9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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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选取时段

2011—2015

连续变

量缩尾

1%

剔除区

划调整

地区

剔除

杭州、
宁波

剔除

少数

民族县

单差法

检验

控制城

市-时
间效应

控制变

量滞后

一期

(1) (2) (3) (4) (5) (6) (7) (8)

pedu

D×T
51. 89

(31. 72)
186. 8∗∗∗

(43. 40)
248. 0∗∗∗

(42. 74)
146. 9∗∗

(58. 26)
165. 7∗∗∗

(51. 63)
202. 5

(157. 1)
276. 2∗∗∗

(40. 60)
179. 0∗∗∗

(50. 66)

_cons
-195. 0
(214. 2)

393. 1
(280. 1)

210. 5∗∗

(109. 2)
-251. 3
(202. 5)

294. 8
(184. 7)

192. 28
(216. 6)

338. 1∗∗

(169. 4)
240. 1∗

(141. 4)
N 290 812 714 672 798 116 812 754

Adj. R2 0. 973 0. 962 0. 963 0. 957 0. 954 0. 978 0. 964 0. 960

pmed

D×T
34. 78

(28. 67)
238. 5∗∗∗

(34. 70)
249. 6∗∗∗

(39. 38)
239. 2∗∗∗

(37. 99)
226. 1∗∗∗

(37. 40)
353. 0∗∗∗

(99. 88)
263. 2∗∗∗

(38. 04)
249. 4∗∗∗

(39. 49)

_cons
-310. 9∗∗

(153. 7)
-185. 9∗

(111. 7)
-252. 8∗

(134. 2)
-328. 9∗∗∗

(116. 1)
-185. 2∗∗

(80. 85)
231. 8

(248. 3)
-164. 6∗

(97. 33)
-240. 5∗∗

(116. 2)
N 290 812 714 672 798 116 812 754

Adj. R2 0. 956 0. 929 0. 932 0. 930 0. 929 0. 966 0. 930 0. 927

psec

D×T 133. 6∗∗∗

(49. 76)
306. 8∗∗∗

(49. 42)
331. 4∗∗∗

(56. 46)
236. 5∗∗∗

(51. 99)
312. 2∗∗∗

(52. 76)
432. 7∗∗

(136. 3)
352. 4∗∗∗

(54. 58)
321. 6∗∗∗

(53. 54)

_cons 342. 2∗

(176. 5)
-250. 2∗∗

(110. 6)
-140. 6
(141. 6)

-276. 2∗

(162. 9)
-189. 1∗

(107. 3)
345. 4

(269. 2)
-130. 3
(125. 7)

-268. 6∗∗

(123. 8)
N 290 812 714 672 798 116 812 754

Adj. R2 0. 912 0. 912 0. 915 0. 926 0. 915 0. 955 0. 915 0. 911

　 　 注:括号内的数值为聚类到县域层面的稳健标准误。∗∗∗、∗∗和∗分别表示在 1%、5%和 10%的置信水

平上显著。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近些年来各个地区广泛开展了财政“省直管县”改革,
但这一政策对地方公共财政支出的影响在本文中是不需要额外加以考虑的。
原因是,浙江省自 1982 年实行省管县的财政体制后,作为重要的财政直达机

制,便一直保留着市县财政各自对省负责的制度。 “省直管县”改革对浙江省县

级行政区的影响具有普遍意义,而在浙江省域层面实施的政策在很大程度上也

能够被时间固定效应和处理效应的时间趋势所吸收,因此可以不予考虑。

4.3.3　 政策实验随机性检验

为进一步排除试验区的政策效果是由其他不可观测因素引致的可能性,通
过随机分配试点地区的思路进行安慰剂检验。 具体而言,从样本相应试点年份

随机抽取数量相同的 8 个县级行政区作为假想实验组,以其余的县级行政区作

为控制组,进行循环 1000 次的自抽样回归。 通过观察随机抽样所得的系数估

计均值是否为 0,以此来判断本文的结论是否具有稳健性。 图 2 展示了 1000 次

随机分配后估计系数的概率密度分布,可以看出,随机模拟得到的平均处置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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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安慰剂检验结果

应服从以 0 为中心且标准差较小的正态分布,说明该测试符合随机化的要求。
表 3 中所展示的基准回归结果在这一分布中为明显的异常值,这意味着在 1000
次的随机试验中,能够“偶然”得到基准回归结果是极小概率事件。 特别地,基
准回归中的核心解释变量(D×T)的系数估计值完全分布在相应的置信区间之

外,属于极端值。 也就是说在随机生成的政策冲击下,可以排除随机政策对地

方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水平产生显著的正向作用,即地方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水平

的提升的确是试验区政策推行的结果。

4.3.4　 控制组有效性检验

DID 方法的难点在于“合适”控制组的选择,要想促使 DID 模型更加有效地

排除不可观测的系统性因素,应尽量保证实验组与控制组具有更为接近的系统

性政策背景。 基于浙江同一省域的样本可以保证观测对象处于相同的宏观政

策管理制度框架内,满足基本的同质性前提条件。 但由于控制组样本涉及不同

城市的县域数据,就空间地理因素而言,自然地理区位的异质性可能造成县域

之间的自然禀赋不同,进一步致使地区间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不平衡且差异性

较大。 从地理邻近性的角度来看,信息获取的便利性、基础条件的相似性以及

经济发展实力相当,使得地理位置相近的县域的关联性往往更强。 而尽管近邻

不一定是边界接壤的地区,也可以是文化或制度上有传统联系但非接壤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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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但对于同一省域样本而言,这一方面则无须有太多顾虑。 接下来依县域行

政边界的相邻原则进行样本分类,然后通过分组回归的方式进行比较分析。 估

计结果如表 7 所示。

表 7　 更换控制组后试验区对地方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水平的影响

县级

行政区

ppub pedu pmed psec

实验组 VS 实验组 VS 实验组 VS 实验组 VS

接壤 不接壤 接壤 不接壤 接壤 不接壤 接壤 不接壤

D×T 287. 2∗∗

(124. 8)
754. 8∗∗∗

(108. 2)
136. 1∗∗∗

(52. 06)
178. 4∗∗∗

(61. 40)
31. 63

(48. 00)
265. 6∗∗∗

(37. 74)
77. 18

(57. 20)
353. 0∗∗∗

(53. 59)

_cons
-111. 2
(160. 4)

-579. 3∗∗∗

(202. 5)
313. 3

(204. 7)
-247. 2
(175. 0)

-409. 9∗

(215. 9)
-271. 4∗∗

(137. 6)
-551. 3∗∗∗

(212. 8)
-289. 5∗

(151. 2)

N 252 672 252 672 252 672 252 672

Adj. R2 0. 969 0. 962 0. 964 0. 955 0. 934 0. 924 0. 939 0. 902

地级

行政区

实验组 VS 实验组 VS 实验组 VS 实验组 VS

接壤 不接壤 接壤 不接壤 接壤 不接壤 接壤 不接壤

D×T 648. 1∗∗∗

(84. 86)
440. 6∗∗∗

(122. 3)
262. 0∗∗∗

(44. 68)
185. 2∗∗∗

(61. 82)
183. 7∗∗∗

(41. 37)
74. 61∗

(42. 59)
185. 2∗∗∗

(56. 83)
155. 2∗∗

(67. 12)

_cons
-391. 2∗∗∗

(137. 8)
-378. 1∗∗∗

(126. 8)
135. 3

(149. 0)
-246. 9∗∗

(113. 4)
-127. 6
(175. 0)

-469. 4∗∗∗

(179. 2)
-260. 6
(180. 5)

-417. 4∗∗∗

(123. 2)

N 462 462 462 462 462 462 462 462

Adj. R2 0. 966 0. 966 0. 960 0. 965 0. 927 0. 936 0. 919 0. 905

县级

行政区

实验组 VS 实验组 VS 实验组 VS 实验组 VS

县 县级市 县 县级市 县 县级市 县 县级市

D×T 595. 9∗∗∗

(110. 2)
453. 2∗∗∗

(116. 6)
221. 3∗∗∗

(47. 53)
118. 8∗∗

(50. 72)
136. 4∗∗∗

(40. 74)
188. 1∗∗∗

(46. 64)
238. 3∗∗∗

(59. 88)
146. 3∗∗

(67. 02)

_cons
-353. 2∗∗

(156. 6)
-328. 4∗

(172. 0)
134. 6

(113. 5)
154. 7

(145. 1)
-224. 5∗∗

(91. 08)
-216. 9∗

(111. 4)
-363. 3∗∗∗

(127. 5)
-306. 2∗∗

(149. 2)

N 476 364 476 364 476 364 476 364

Adj. R2 0. 965 0. 965 0. 959 0. 965 0. 932 0. 929 0. 915 0. 896

　 　 注:括号内的数值为聚类到县域层面的稳健标准误。∗∗∗、∗∗和∗分别表示在 1%、5%和 10%的置信水

平上显著。

在以接壤县级行政区作为控制组时,从人均基本公共服务支出(ppub)来

看,交互项(D×T)的系数为 287. 2,通过 5%的显著性检验。 从三个子项来看,系
数依次为 136. 1、31. 63、77. 18,但仅有 pedu 通过 1%的显著性检验。 在以不接

壤县级行政区作为控制组时,ppub 的交互项系数为 754. 8,在 1%的置信水平下

显著,从三个子项来看,系数依次为 178. 4、265. 6、353. 0,且均在 1%的置信水平

下显著。 综合比较来看,针对是否存在溢出效应所进行的初步判断,以不接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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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级行政区作为控制组的系数估计值明显高于以接壤县级行政区作为控制组

的系数估计值。 对此可能的解释是,一般而言,越接近试点地区的县级行政区

越有可能被溢出效应影响。 而剔除与试点地区空间相邻的县级行政区后,可以

在一定程度上剥离空间溢出效应。 不难发现,在以不接壤县级行政区作为控制

组时,其交互项的系数与表 3 中的基准回归结果较为接近。 在以接壤地级行政

区作为控制组时,从人均基本公共服务支出(ppub)来看,交互项系数为 648. 1,
通过 1%的显著性检验。 从三个子项来看,系数依次为 262. 0、183. 7、185. 2,且
均通过 1%的显著性检验。 在以不接壤地级行政区作为控制组时,ppub 的交互

项系数为 440. 6,通过 1%的显著性检验。 从三个子项来看,系数依次为 185. 2、
74. 61、155. 2,且分别在 1%、10%或 5%的置信水平下显著。 综合来看,以接壤

地级行政区作为控制组的核心解释变量的系数值均高于以不接壤地级行政区

作为控制组的估计系数。
按照中国现行的行政区划类型,地级市的市辖区、县级市、县等均属于县级

行政区,但县级市、县相较于市辖区拥有相对独立的财政权、审批权和规划权,
因此接下来的分析将剔除市辖区样本。 此外,鉴于县级市与县在地方经济发

展、政府职能定位等方面也存在明显的差异。 例如,从 2021 年全国百强县榜单

来看,浙江占据 18 席,其中县级市有 14 个,而上榜的县仅有 4 个,因此,县级市

的经济发展水平往往要强于县。 而从样本筛选来看,控制组中有 17 个县级市,
而实验组只有一个县级市,为排除县级行政区的类别差异对政策效果的潜在影

响,以县级行政区进行分类的维度可以使研究结论更加具有现实对比性。 在以

县作为控制组时,ppub 的交互项系数为 595. 9,在 1%的置信水平下显著,从三

个子项来看,系数依次为 221. 3、136. 4、238. 3,且均在 1%的置信水平下显著。
在以县级市作为控制组时,从人均基本公共服务支出(ppub)来看,交互项系数

为 453. 2,通过 1%的显著性检验。 从三个子项来看,系数依次为 118. 8、188. 1、
146. 3,且分别通过 1%或 5%的显著性检验。 总体而言,无论是以县级市还是以

县作为控制组,试验区对地方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水平均表现出积极的促进作

用,而以县作为控制组的促进效应要强于以县级市作为控制组的效果。
在以不同的控制组子样本进行分组回归时,相应的估计系数存在明显差

别,因此控制组的不同组别之间可能存在系统性的差异,回归结果对于不同的

分组方式具有一定的敏感性。 而造成系数估计值差异较大的原因,可能是由样

本选择导致的,当然也可能是由区位导向性政策的溢出效应引发的。 在控制组

中选取与实验组更为可比的子样本数据作为新构建的控制组,这一过程自然面

临着样本同质性与样本异质性的权衡。 尽管选取不同的控制组子样本进行分

组比较分析,会导致回归模型的样本量有所下降,但从分组回归的结果来看,实
验组和以不接壤县级行政区作为控制组子样本的实证结果与表 3 的基准估计

643



　
第 11 卷第 3 期

　
　 　 　 　 徐雷　 杨家辉　 李军艳:

 

扶贫改革试验区对地方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水平的影响研究

　
　

系数相比,数值大小略有变动,但显著性水平及符号方向未发生改变。 这也说

明以不接壤县级行政区作为控制组子样本能够满足统计意义上的同质性要求,
变换控制组不影响上述结论的稳健性。

为进一步检验表 7 所使用的 DID 方法是否满足平行趋势假定,在此依旧借

助事件分析法的思路,模型设定与式(1)保持一致。 图 3 展示了控制组分别为

接壤县级行政区、不接壤县级行政区、接壤地级行政区、不接壤地级行政区以及

县、县级市时,试验区对地方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水平的动态影响效果。 从人均

基本公共服务支出(ppub)来看,在试验区设立之前,六组样本的系数估计值在

95%的置信区间均围绕 0 轴上下波动,这表明实验组和控制组不存在事前的系

统性差异。 在试验区设立之后,随着时间的推移,估计系数位居 0 轴以上且在

95%的置信区间显著异于 0。 具体而言,对于不接壤县级行政区、接壤地级行政

区、不接壤地级行政区以及县、县级市而言,估计系数在政策实施 1 年后就显著

异于 0,而对于接壤县级行政区而言,估计系数在政策实施的第 2 年才开始显著

异于 0,说明试验区对人均基本公共服务支出的影响存在一定的时滞。 从三个

子项来看,在试验区设立之前,其回归系数所对应的时间趋势比较平缓,系数估

计值均在 95%的置信区间内逐渐趋向于 0 轴,且不具有统计显著性。 这表明即

使更换不同的控制组样本,实验组和控制组依旧不存在政策发生前的系统性差

异,因此在试验区设立之前满足平行趋势假设。 而在试验区设立后,6 组样本的

估计系数呈现差异化的变动趋势。 就 pedu 而言,当控制组为接壤县级行政区、
不接壤县级行政区、接壤地级行政区、县时,相应的系数估计值虽然总体呈上升

趋势,但到政策实施后的第 3、4 年才开始显著,当控制组为不接壤地级行政区、
县级市时,系数估计值在 95%的置信区间内逐渐趋向于 0 轴,且不具有统计显

著性。 就 pmed 而言,不同的控制组所相应的系数估计值虽然总体呈上升趋势,
但到政策实施后的第 4 年才全部显著,说明其政策效果具有明显的滞后性。 需

要注意的是,当控制组为不接壤县级行政区、接壤地级行政区以及县级市时,估
计系数在政策实施后第 2 年开始显著。 就 psec 而言,不同的控制组所相应的系

数估计值不仅总体呈现明显的上升趋势,且估计系数在政策实施后便表现出较

高的显著性。
综合来看,动态效应图提供了平行趋势检验成立的可视化证据,表 7 中采

用 DID 方法的估计结果可作因果意义上的解释。 这也意味着,控制组子样本的

差异性为探究试验区对地方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水平的影响提供了丰富的因果

识别结果,表 7 中基于不同控制组的有效性检验结果依然稳健。 试验区对地方

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水平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4.3.5　 政策溢出效应检验

尽管采用浙江省县域层面的数据有助于更为细致地识别试点政策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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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更换控制组后试验区对地方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水平的平行趋势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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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果,但由于空间单元较小,试验区的政策影响可能会波及其相邻地区。 个体

处理稳定性假设(SUTVA)要求任意个体的潜在结果不随其他个体是否受到政

策影响而改变,尽管上述分析框架排除了试验区对地方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水平

的影响从试点地区溢出到非试点地区,但溢出效应实际上可能存在。 由于试验

区在提升试点地区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水平的同时,也可能对邻近地区的公共资

源配置产生影响,因此在空间层面存在潜在的“邻近效应”。 值得注意的是,溢
出效应的存在可能使基准估计出现偏误。 接下来在合理假设地理位置相近的

区域之间的溢出效应更容易出现,而在更远的地区溢出效应则变得更弱的前提

下,进行政策溢出效应检验。 从数据统计来看,与实验组接壤的县(市、区)共计

10 个,从丽水市的整体视角来看,与其接壤的地级行政区共计 4 个。 考虑到空

间尺度具有多层次、嵌套性的特征,接下来采用三种方式依次检验试验区对地

方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水平是否存在溢出效应。
首先,将原控制组中与试点地区相邻的样本剔除,因为邻近地区更容易通

过溢出效应受到政策试点的影响。 从表 7 来看,就县域层面的溢出效应而言,
将与实验组接壤的 10 个县(市、区)视为接壤地区,其他 40 个县(市、区)视为不

接壤地区。 从实证结果来看,系数估计值依旧具有较高的显著性水平,且数值

大小与表 3 的基准回归结果较为接近。 由此可见,没有明显的证据表明试验区

对地方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水平具有溢出效应。 就地级行政区层面的溢出效应

而言,将与实验组接壤的县(市、区)所在的 4 个城市(衢州市、金华市、台州市、
温州市)的 25 个县(市、区)视为接壤地区,其他 6 个城市的 25 个县(市、区)视
为不接壤地区。 从交乘项的系数来看,实验组与接壤地区的估计系数大于实验

组与不接壤地区的估计系数,数值大小没有展现出“差序”格局的特征,因此也

没有表现出明显的溢出效应。
其次,从“反事实”的角度考察试点政策可能存在的溢出效应。 在样本中剔

除政策试点地区,将与实验组接壤的 10 个县(市、区)视为新的实验组,其他 40
个县(市、区)视为新的控制组,表 8 中 ppub 的交互项系数为 280. 1,在 1%的置

信水平下显著,三个子项的系数依次为-21. 53、96. 14、205. 5,pmed 和 psec 的系

数均通过 1%的显著性检验,说明存在一定的正向溢出效应。 就地级行政区之

间的溢出效应而言,在剔除政策试点地区后,将与实验组接壤的 4 个城市(25 个

县级行政区)视为新的实验组,其他 6 个城市所辖的 25 个县(市、区)视为新的

控制组。 ppub 的交互项系数为-98. 73,但未通过相应的检验。 三个子项的交

互项系数依次为-289. 4、72. 29、118. 4,且均通过了 1%的显著性检验,比较来

看,回归结果展示出一定的负向和正向溢出效应。 可能的原因是,统计数据存

在可变面元问题,使得不同空间尺度下的分析结果有所差异,这也反映出控制

组样本可能不完全满足同质性的假定。 当然,也存在另外一种解释,相邻丽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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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的地级市,其公共财政支出可能更倾向于与丽水市接壤的县级行政区,进而

造成接壤的县级行政区公共服务支出增加以及接壤地级市的非接壤县级行政

区的公共服务支出减少,因此出现县域层面的“溢出效应”以及地级市层面的

“虹吸效应”①。

表 8　 试验区对地方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水平的溢出效应检验

县级行政区层面的反事实 地级行政区层面的反事实

ppub pedu pmed psec ppub pedu pmed psec

D×T
280. 1∗∗∗ -21. 53 96. 14∗∗∗ 205. 5∗∗∗ -98. 73 -289. 4∗∗∗ 72. 29∗∗∗ 118. 4∗∗∗

(52. 50) (30. 14) (24. 08) (28. 43) (80. 01) (42. 79) (27. 05) (40. 01)

_cons
136. 5

(117. 2)
179. 2∗

(106. 8)
-156. 3
(142. 5)

124. 2
(125. 2)

155. 5∗

(93. 68)
-80. 42
(111. 2)

119. 5
(124. 7)

193. 7∗

(102. 2)

N 700 700 700 700 700 700 700 700

Adj. R2 0. 969 0. 956 0. 926 0. 916 0. 969 0. 960 0. 925 0. 913

县级行政区层面的溢出效应 地级行政区层面的溢出效应

ppub pedu pmed psec ppub pedu pmed psec

D×T×near
615. 3∗∗∗ 204. 3∗∗∗ 208. 0∗∗∗ 202. 9∗∗∗ 800. 6∗∗∗ 223. 0∗∗∗ 256. 5∗∗∗ 321. 1∗∗∗

(108. 9) (51. 67) (40. 15) (52. 80) (100. 6) (44. 67) (36. 70) (51. 49)

T×near 186. 2∗∗∗

(57. 41)
-45. 53
(30. 81)

60. 55∗∗

(25. 85)
171. 2∗∗∗

(28. 38)
-253. 8∗∗∗

(47. 22)
-133. 8∗∗∗

(36. 79)
-41. 27
(26. 81)

51. 25
(39. 82)

_cons
-310. 6∗

(180. 0)
165. 2

(109. 1)
-209. 1∗∗∗

(68. 86)
-220. 4∗∗

(107. 3)
-304. 0∗∗

(132. 2)
-142. 8
(105. 3)

-232. 9∗∗∗

(72. 94)
-226. 3∗∗

(111. 2)

N 812 812 812 812 812 812 812 812

Adj. R2 0. 963 0. 955 0. 921 0. 907 0. 963 0. 959 0. 921 0. 905

　 　 注:括号内的数值为聚类到县域层面的稳健标准误。∗∗∗、∗∗和∗分别表示在 1%、5%和 10%的置信水

平上显著。

最后,为进一步检查由溢出效应而产生的潜在估计偏差,借鉴 Miguel
 

and
 

Kremer(2004)的方法,表 8 中 D×T×near 的估计系数衡量了考虑溢出效应的情

形下,试验区对地方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水平的影响,Lu
 

et
 

al. (2019)将其称为附

加直接效应。 T×near 的估计系数能够反映溢出效应的大小。 二者回归系数的

总和能够捕获受政策影响地区的总体效果。 从县级行政区层面来看,试验区

对地方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水平的正向溢出效应主要是由 psec 引起的,地级行

政区层面的负向溢出效应主要是由 pedu 引起的,而其他指标的溢出效应可以

忽略不计。
总体而言,在不同的空间尺度视角下,样本之间可能存在着非常有限的空

053

① 感谢审稿老师在此问题的分析上提供了富有启发性的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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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互动,但试验区对地方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水平并不存在十分明显的“本地-邻
地”的空间溢出效应。 即使政策试点地区对近邻地区有着相当小的溢出效应,
但在纠正了小的溢出效应之后,从统计意义来看,系数估计值大小与基准回归

结果也相差不大,这也意味着系数估计值不会因为可能的溢出效应而产生明显

偏差。 因此潜在的溢出效应没有影响基准回归结果的稳健性。 此外,正如 Lu
 

et
 

al. (2019)指出的,尽管溢出效应在基于地方的政策文献研究中被认为是一

个重要的关注点,但就政策的定位而言,溢出效应似乎也并不是经验意义上的

首要问题。

5　 进一步实证检验

5.1　 作用渠道分析

　 　 为厘清扶贫改革试验区对地方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水平的作用渠道,结合之

前提出的研究假说 1 和假说 2,接下来主要从地方政府财政预算约束和财政预

算调整的视角,从地方政府的财政压力、税收努力和财政支出倾向的维度,分别

就其可能存在的作用渠道进行探究。
首先,财政预算作为一种公共资源配置机制,地方政府将按照《预算法》的

相关规定,坚持先有预算、后有支出,规范一般公共预算编制,加强预算执行管

理。 依据《浙江财政年鉴》中的浙江省市县级一般公共预算收支情况表,在此用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 GDP”来衡量地方政府的财政压力

( fis)。 就现实而言,这一潜在的财政收支缺口主要是由地方政府的财力与支出

责任不匹配导致的。 接下来将财政压力视作影响地方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水平

的重要传导路径,表 9 汇报了相应的估计结果,从 fis 来看,系数估计值为 4. 231,
通过了 1%的显著性检验,这意味着扶贫改革试验区的设立在一定程度上会改

变地方财政预算约束,进而对地方财政收支行为产生不同程度的激励。 试验区

的设立将促使地方政府在预算管理时,有更大的积极性通过主动承担地方财政

压力,以达到提升地方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水平的目的。
其次,充足的财力是地方政府提升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水平的前提,组织财

政收入是地方政府应对财政压力的重要方式。 与此密切相关的逻辑是,财政压

力将促使地方政府加强税收征管。 在此用“税收收入 / GDP”衡量地方政府的税收

努力或理论上的税负水平。 从税收努力来看,系数估计值为 0. 464,通过了 10%
的显著性检验,表明试验区的设立促使地方政府通过税收努力来缓解财政压

力,进而达到提升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水平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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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　 试验区对地方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水平的作用渠道分析

财政压力的视角 税收努力的视角 民生性财政支出倾向的视角

fis tax pub edu med sec

D×T 4. 231∗∗∗

(0. 782)
0. 464∗

(0. 257)
0. 535∗∗∗

(0. 134)
0. 558∗∗∗

(0. 121)
0. 447∗∗∗

(0. 132)
1. 540∗∗∗

(0. 273)

_cons
-164. 9∗∗∗

(51. 30)
59. 03∗

(34. 00)
-41. 45
(36. 22)

-63. 61∗∗

(31. 13)
-67. 61∗∗∗

(21. 54)
-114. 6∗∗∗

(34. 20)

N 812 812 812 812 812 812

Adj. R2 0. 942 0. 840 0. 947 0. 942 0. 896 0. 838

　 　 注:括号内的数值为聚类到县域层面的稳健标准误。∗∗∗、∗∗和∗分别表示在 1%、5%和 10%的置信水

平上显著。

最后,试验区的设立促使地方政府不断优化财政预算支出结构。 强化预算

监督,制定基本公共服务的财力保障范围和保障标准,厘清财政资金分配的优

先次序,成为地方政府提升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水平的硬性要求。 尽管近些年

来,重点领域的支出预算编制程序经过调整和完善,已不再与生产总值挂钩,但
“脱钩”也并不意味着减少投入。 例如,在《丽水市教育事业发展“十四五”规

划》中,仍将“财政性教育经费占 GDP 比例大于 5%”作为保障指标。 在此用“基
本公共服务支出 / GDP”来刻画地方政府的民生性财政支出倾向(pub、edu、med、
sec),与之相对应的系数估计值依次为 0. 535、0. 558、0. 447、1. 540,且均通过了

1%的显著性检验,表明试验区的设立促使地方政府展现出了更为明显的民生

性财政支出倾向。
接下来继续采用事件分析法的思路,检验表 9 所使用的 DID 方法是否能够

满足平行趋势假定。 从图 4 可以看出,在试验区设立之前,6 个指标的系数估计

值均在 95%的置信区间围绕着 0 轴上下波动,变化趋势比较平缓且不具有统计

显著性。 这意味着实验组和控制组不存在事前的系统性差异。 在试验区设立

之后,随着时间的推移,各指标的估计系数位居 0 轴之上且在 95%的置信区间

显著异于 0,这表明试验区对试点地区政府的财政压力( fis)、政府的税收努力

( tax)和政府的民生性财政支出倾向(pub、edu、med、sec)均具有明显的提升作

用。 这与表 9 中所展示的各个指标的系数估计值为正,且通过了相应的显著性

检验相呼应。 就政策时效性而言,fis、med 的系数估计值在政策实施初期就表

现出较强的显著性,而 pub、sec、edu 的系数估计值虽然总体呈上升趋势,但到政

策实施后的第 2、3 年才开始显著,说明其政策效果可能需要一段时间累积才能

显现。 综合比较来看,动态效应图提供了平行趋势检验成立的可视化证据,表 9
中采用 DID 方法进行的作用渠道分析可作因果意义上的解释,即扶贫改革试验

区的设立,促使地方政府通过承担较大的财政收支压力,并借助税收努力,展现出

较为明显的民生性财政支出倾向,能够达到提高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水平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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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财政压力、税收努力等指标的平行趋势检验与动态效应

5.2　 异质性分析

政策效果在不同的试点地区是否具有差异性特征? 或者说,试点地区应该

具备怎样的特征才能更好地发挥试验区对地方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水平的积极

影响。 鉴于当调节变量为虚拟变量时,调节效应分析和异质性分析具有相同的

解释力(江艇,2022)。 在此将调节变量设定为虚拟变量 M,即把全部样本划分

为两个组别,交互项的系数(D×T×M)反映的是被解释变量与核心解释变量(D×
T)分组进行的回归分析的组间异质性。 接下来的异质性分析以期通过挖掘因

果关系作用机制的方式,达到进一步探究因果关系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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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鉴于不同地方政府面临的财政压力有轻、重、缓、急的差别,同时为减

小组内测量误差对估计结果的干扰,在此引入刻画财政压力高低的虚拟变量

Mfis。 虚拟变量 Mfis 的设定方式为,当大于当年各个地区连续型财政压力指标

fis 的平均值时,Mfis 赋值为 1,反之为 0。 表 10 汇报了相应的机制分析结果,从
ppub 来看,交互项(D×T×Mfis)的系数值为 370. 1,通过 1%的显著性检验,表明

财政压力在试验区设立与人均基本公共服务支出之间产生了显著的正向调节

效应。 从三个子项来看,pedu、pmed、psec 的交互项系数分别为 196. 2、189. 1、
195. 3,且通过了 1%或 5%的显著性检验,这表明通过财政预算调整,试验区设

立对所能承担较大财政压力的地方政府的人均基本公共服务支出水平的提升

作用更大。
表 10　 试验区对地方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水平的异质性分析

调节变量
ppub pedu

Mfis Mtax Mpub Mfis Mtax Medu

D×T×M 370. 1∗∗∗

(125. 5)
176. 2∗

(104. 4)
242. 5∗∗

(113. 3)
196. 2∗∗

(93. 85)
155. 7

(101. 6)
184. 5∗∗∗

(70. 43)

D×T
-161. 1
(121. 9)

286. 9∗∗∗

(105. 1)
150. 0∗

(84. 51)
186. 1∗∗

(90. 31)
110. 1

(102. 4)
-103. 6
(89. 99)

M
-140. 5∗

(83. 07)
-152. 2
(100. 8)

-82. 04
(123. 0)

153. 2∗

(91. 56)
43. 28

(74. 11)
-56. 94
(60. 27)

_cons
-41. 33∗∗∗

(15. 55)
40. 31∗∗

(20. 04)
-50. 88∗∗∗

(17. 64)
-95. 21∗∗

(47. 35)
-25. 26
(59. 13)

-34. 02
(68. 53)

N 812 812 812 812 812 812

Adj. R2 0. 951 0. 942 0. 947 0. 925 0. 917 0. 924

调节变量
pmed psec

Mfis Mtax Mmed Mfis Mtax Msec

D×T×M 189. 1∗∗∗

(65. 33)
133. 2

(85. 14)
207. 8∗∗∗

(54. 47)
195. 3∗∗∗

(73. 25)
128. 0∗∗

(51. 10)
256. 3∗∗∗

(87. 92)

D×T 121. 4∗∗

(50. 14)
236. 6∗∗∗

(82. 11)
47. 91

(41. 54)
169. 9∗∗

(84. 67)
206. 1∗∗∗

(47. 85)
135. 3∗

(79. 37)

M
-46. 19
(58. 85)

-76. 29∗

(40. 58)
-137. 0∗

(72. 50)
67. 55

(86. 01)
-117. 2
(101. 8)

78. 09
(70. 23)

_cons
-83. 02
(57. 39)

-97. 83∗∗

(42. 65)
-82. 10
(66. 28)

-74. 40∗∗

(35. 01)
-80. 59
(46. 12)

-74. 23∗∗

(30. 04)

N 812 812 812 812 812 812

Adj. R2 0. 922 0. 929 0. 920 0. 915 0. 910 0. 913

　 　 注:括号内的数值为聚类到县域层面的稳健标准误。∗∗∗、∗∗和∗分别表示在 1%、5%和 10%的置信水

平上显著。

其次,鉴于不同地方政府的征税能力有高低差别,接下来依旧引入刻画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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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能力高低的虚拟变量 Mtax(当大于当年各个地区的平均值时赋值为 1,反之

为 0)。 从 ppub 来看,交互项(D×T×Mtax)所对应的系数为 176. 2,且通过了

10%的显著性检验。 这说明地方政府通过财政预算调整,借助相对更高的税收

努力,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增进人均基本公共服务支出水平。 从三个子项来

看,就 pedu 和 pmed 而言,交互项的系数值分别为 155. 7、133. 2,但均未通过相

应的显著性检验。 psec 的交互项系数为 128. 0,且通过了 5%的显著性检验。
最后,鉴于不同地方政府的民生性财政支出倾向有强弱差别,接下来引入

刻画民生性财政支出倾向强弱的虚拟变量 Mpub、Medu、Mmed、Msec(当大于当

年各个地区的平均值时赋值为 1,反之为 0),从 ppub 来看,交互项(D×T×Mpub)
的系数为 242. 5,通过了 5%的显著性检验。 从三个子项来看,pedu、pmed、psec
的交互项系数分别为 184. 5、207. 8、256. 3,且均通过了 1%的显著性检验。 上述

结果表明,试验区设立对于民生性财政支出倾向处于中等偏上地区的平均处理

效应强于中等偏下地区的效应。 地方政府通过财政预算调整,树立较高的民生

性财政支出倾向,有助于达到提高试点地区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水平的目的。

6　 结论与对策建议

2013 年浙江省丽水市扶贫改革试验区的设立,为近距离评估地方基本公共

服务供给水平在时空维度上的变化,提供了较好的外生性冲击来源。 本文基于

浙江省 2007—2020 年 58 个县级行政区层面的面板数据,主要采用双重差分法

识别试验区设立对地方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水平的因果处置效应。 实证结果表

明,设立扶贫改革试验区作为国家扶贫制度体系中的创新举措,对丽水市所辖

的县域政府的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水平产生了显著的积极影响。 试验区的设立

促使地方人均教育、人均医疗卫生、人均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水平得到显著提

升。 该结论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 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析扶

贫改革试验区对地方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水平的作用渠道,发现试验区的设立促

使地方政府承担较大的财政收支压力,并借助税收、调整财政预算结构等手段,
树立民生性财政支出倾向,达到提高地方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水平的目的。 围绕

着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如下的对策建议。
第一,积极发挥财政投入在脱贫攻坚中的主体和主导作用。 地方基本公共

服务供给在消除贫困、改善民生、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沿着“在提升中协调,在协调中提升”的路径,不断完善与经济发展阶段和地方

财力水平相适应的基本公共服务保障标准和供给水平,推进基本公共服务更加

普惠、均等和可及。 在地区间财政收支能力差异无法平抑的现实背景下,现阶

段有偏的公共资源配置与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主张也并不相悖,如果只强调

财政支出均等化,并不利于改善地区间的经济差异,还会损害经济整体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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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加大对欠发达地区的倾斜性“普惠型”财政投入力度,深化激励与约束并重

的绩效考核机制,切实优化资金投向结构,促进有限的扶贫资源发挥“乘数效

应”,进而提升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有助于为长远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奠定

基础。 此外,通过建立“自下而上”的公共服务需求表达机制和“上下结合”的

公共服务供给决策机制,有效解决相对贫困治理阶段“看得见”的贫困和“看不

见”的贫困,实现“民生供给”与“民生需求”的有效衔接。
第二,立足地方发展实情,回应地方发展困境,积极探索具有地方特色的多

样性的脱贫减贫长效机制,形成不同地域特征的治理对策。 鉴于扶贫改革试验

区的设立能够促使地方政府通过职能转变,进而提升辖区基本公共服务的供给

水平。 因此在继续践行“中央统筹、省负总责、市县抓落实”的扶贫工作机制的

基础上,有必要注重扶贫机制改革与创新的激励功能,保持在政策关照和资源

配置方面的张力,通过为地方政府提供因地制宜和灵活多变的政策工具,明确

各主体责任,确保扶贫目标的有效管理和责任落实,进而增强基层公共服务保

障能力。 而形成顶层设计、基层执行和有效回应的整体性的扶贫政策设计,需
要充分结合特定区域的资源禀赋,同时也离不开特定区域所依赖的特定的历史

条件。 从区域均衡发展的角度,以挖掘地方经济发展潜力为基础,积极夯实地

方财政支配能力和财政汲取能力。 以县域为单元开展相对贫困治理需要避免

“一刀切”式的简单化处理,充分论证贫困地域的划分、贫困类型的特征、贫困成

因的界定,树立多维贫困理念,建立起解决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
第三,充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方向,将“多谋民生之利、多解民生之

忧”作为现阶段扶贫工作的基本出发点。 通过不断加强民生建设,把改革和发

展结合起来、把强县和富民统一起来、把城镇和乡村贯通起来。 增进民生福祉、
提高居民享有的基本公共服务水平是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只有借助实实在在

的民生实践,才能实现共同富裕的愿景。 现阶段以福利分配为导向的相对贫困

治理,是一种将贫困人口的个人福祉上升到“共同富裕”和“全面实现小康社

会”的国家目标,更是一种旨在帮助贫困人口形成致富能力的发展意义上的分

配制度。 当前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经济增速放缓导致财

政收入增速放缓,这将会加大公共服务供给压力。 高效的贫困缩减需要持续的

经济发展伴以公平的分配机制,既不能因为经济增速放缓削弱财政对基本公共

服务的保障能力,也不能因为过高承诺、过多承诺而损害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建

设的可持续性。 因此,地方政府基本公共服务供给能力的提升,既要立足当前,
又要着眼长远,确保民生支出与经济发展相协调、与财力状况相匹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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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quasi-natural
 

experiment
 

in
 

the
 

National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Reform
 

Pilot
 

Zone
 

in
 

Lishui,
 

Zhejiang
 

Province
 

in
 

2013,
 

and
 

the
 

panel
 

data
 

of
 

58
 

counties
 

in
 

Zhejiang
 

Province
 

from
 

2007
 

to
 

2020,
 

we
 

mainly
 

use
 

the
 

Difference-in-
Differences

 

fixed
 

effect
 

identification
 

method
 

to
 

observe,
 

understand
 

and
 

evaluate
 

the
 

effect
 

and
 

mechanism
 

of
 

the
 

Pilot
 

Zone
 

on
 

the
 

supply
 

level
 

of
 

local
 

basic
 

public
 

service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Pilot
 

Zone
 

has
 

promoted
 

the
 

local
 

per
 

capita
 

expenditure
 

on
 

basic
 

public
 

services
 

to
 

increase
 

by
 

about
 

750
 

yuan,
 

and
 

the
 

conclusions
 

are
 

still
 

valid
 

after
 

a
 

series
 

of
 

robustness
 

tests
 

in
 

different
 

for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ynamic
 

effect,
 

the
 

Pilot
 

Zone
 

has
 

a
 

significant
 

long-term
 

impact
 

on
 

improving
 

the
 

supply
 

level
 

of
 

local
 

basic
 

public
 

services. Further
 

analysis
 

of
 

the
 

mechanism
 

shows
 

that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Pilot
 

Zone
 

has
 

prompted
 

local
 

governments
 

to
 

bear
 

greater
 

pressure
 

on
 

fiscal
 

revenue
 

and
 

expenditure,
 

and
 

to
 

make
 

use
 

of
 

tax
 

efforts,
 

at
 

the
 

same
 

time,
 

through
 

the
 

adjustment
 

of
 

the
 

financial
 

budget
 

structure,
 

it
 

can
 

achieve
 

the
 

goal
 

of
 

improving
 

the
 

supply
 

level
 

of
 

basic
 

public
 

services. In
 

addition,
 

the
 

different
 

characteristics
 

of
 

different
 

areas
 

within
 

the
 

Pilot
 

Zone
 

have
 

a
 

certain
 

impact
 

on
 

the
 

different
 

types
 

of
 

basic
 

public
 

service
 

supply.
 

Lishui
 

is
 

a
 

microcosm
 

of
 

a
 

Pilot
 

Zone
 

for
 

anti-poverty
 

reform.
 

This
 

paper
 

will
 

helpful
 

to
 

provide
 

a
 

feedback
 

perspective
 

for
 

policy
 

makers,
 

and
 

it
 

is
 

also
 

helpful
 

for
 

us
 

to
 

find
 

a
 

new
 

way
 

to
 

construct
 

the
 

moderate
 

social
 

welfare
 

system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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